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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宋儒論性，厥有二系。一為以《論》《孟》《中庸》為說的程（頤）、朱（熹）

系統；一為以《易傳》為說的周（敦頤）、張（載）系統。前者為以「性」為基

本觀念，發展其「本性論」；後者以「道」為先，以「性」居後，發展其「天道

論」。若夫船山則依《易傳》為本，所循乃周、張「天道論」之進路，與程、朱

「本性論」是有分別。 

    基本上，程、朱論性，有謂「義理之性」及「氣質之性」，義理之性為仁、

義、禮、智的善端，而氣質之性，其有所陷溺，則為習染所至；若船山者，則統

義理、氣質之性，歸為「氣質中之性」，以為「氣」者，乃萬物之源，其「性」

必自「氣」上著眼。是「性」本氣之理，言「性」必言氣，「性」為氣化之性，

所謂「氣的一元論」，與程、朱觀點顯然有異。 

    故論船山之性說，其「原發義」應為其人思想論點所著，以此論點，乃有性

合「理、氣」一體之說。則理善，氣無不善；氣不善，理未之善，與宋儒「理先

氣後」之說，是又間隔，則思維與程朱未契應，乃為可知。 

    然則船山雖以氣為性之本然立論，所持乃就形而上的道德價值凝成其形而下

歷史文化的觀點，用今之哲學名詞冠之，即所謂之「實在論」者。雖其運思著意

稍為駁雜，然如從宋儒二系分釐而下，有所解析，對其氣化立論之把握，雖不見

得全然清晰，所知當亦不遠。 

 
 

一一一一、、、、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明末諸老，其在江南，究意於理學者，於浙江則梨洲先生，於湖南則船山先

生，皆卓然為大家。然梨洲貢獻在《學案》，而自所創獲者並不大。船山則理趣

甚卓，不徒近三百年所未有，即列之宋、明諸儒，其博大閎括，幽微精警，蓋無

多讓。 

    船山之學，雖云閎闊精微，思維所繫則較無系統，需得就其解經論史之作中

抽繹而出，乃能有所理解。其所謂的理趣，亦就其所建構的「氣」與「器」的理

論析述，以今之觀點言，即所謂「實在論」1的思維模式而架構其立論，然此實

                                                 
1 Realism。謂育宇宙的「共相」，即真實的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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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論的立場，卻非依一嚴格思辯過程而建立，只能順勢講說，不能逆反其確定起

點何在；換言之，船山立說，皆依常識層面建構，其最後所成的結果，仍包含許

多論斷，其論斷所繫，又幽深隱微，學者只能從其所形成的系統著眼，每每但覺

其廣大，而不能細察其立說根抵的得失，如此則不免有見其長而不知其短的缺失
2。 

    近世談船山的學者，如譚嗣同、梁啟超等人，對船山之學皆一味讚許，尤其

梁啟超更引友人鄧湘皋3所說：「當代經師，後先生而興者，無慮百十家，所言皆

有根抵。然諸家所著，有據為新義，輒為先生所已言者。《四庫全書》於其《春

秋稗疏》曾語及之。」謂諸賢所言新義，船山蓋已言之。又説：「船山學術，二

百多年沒有傳人。到咸、同間，羅羅山（澤南）4像稍微得著一點。後來我的畏

友譚壯飛（嗣同）5研究得很深。我讀船山書，都是壯飛教我。6」惟梁氏所言，

在於贊語，若船山意見則無評論。當代述船山思想者，所採則有偏於歷史文化，

如賀自昭〈王船山的歷史哲學〉7、李季平《王夫之與讀通鑑論》8、胡發貴《王

夫之與中國文化》9，不免過度重視船山理論的後果。至如就思辯立場入者，若

方克《王船山辯證法思想研究》10、馮友蘭〈王夫之的唯物主義哲學和辯證法思

想〉11及李德明〈王夫之矛盾觀述評〉12，皆自辯證立場批駁，視船山為徹底唯

物主義者。事實上，這些論斷都是從「理論後果」作一設想性的提出，如以船山

思想基礎言，是否對此設想性的論點即能肯定，殊值懷疑。 

    然則船山是以實在論觀點建立其形上學與宇宙論，其根本旨趣仍在「內聖外

王」的傳統目標上，因之，一如其他宋明儒者，船山必依其形上學而提出一套道

德價值的理論，蓋亦必通過此部份理論纔能凝成其歷史文化的觀點，有如陳忠成

〈王船山論習與性〉13、曾昭旭〈王船山之人文化成論-性之凝成與客觀事業之成

就〉14皆就此觀點論述，其「人文化成」意涵之折轉於客觀事業，是由形上之道

落實而為形下之器，此形上、形下所凝的性論觀點，亦即船山道德論之人文化成

                                                 
2 勞思光《中國哲學史‧三下》頁 684 
3 鄧湘皋，即鄧顯鶴的別名，湖南新化人。生於清乾隆 42 年（丁酉，1777），卒於清咸豐 1 年（辛

亥，1851）。於《船山遺書》薈萃已刊未刊之本，編校精審。徐世昌《清儒學案》卷 167 之 34
有傳。 

4 羅澤南，別名羅山，湖南湘鄉人。生於清嘉慶 12 年（丁卯，1808），卒於清咸豐 6 年（丙辰，

1856）為抗洪楊兵亂的名將，曾國藩作《神道碑》。徐世昌《清儒學案》卷 170 之 1 有傳。 
5譚嗣同，字復生，又號壯飛，湖南瀏陽人。生於清同治五（1866），卒於光緒 24 年（1898）。戊

戌六君子之一，有《仁學》之作。 
6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 118。 
7 余英時等著《中國哲學思想論集》頁 135-151。台北：水牛出版社，1990。 
8 李季平《王夫之與讀通鑑論》，山東：山東教育出版社，1982。 
9 胡發貴《王夫之與中國文化》，貴州：貴州人民出版社，2000。 
10 方克《王船山辯證法思想研究》，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11 馮友蘭〈王夫之的唯物主義哲學和辯證法思想〉，《北京大學學報‧人文科學報》，1961 年第 3 
   期。 
12 李德明〈王夫之矛盾觀述評〉，四川：《天府新論》，1996 年第 2 期。 
13 陳忠成〈王船山論習與性〉，台北：《孔孟學報》第 32 期，1976 年 9 月。 
14 曾昭旭〈王船山之人文化成-性之凝成與客觀事業之成就〉，高雄：《高雄師院學報》第 6 期，

197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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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繫，故本文乃專就船山《讀四書大全說》，關於闡釋孟子道性善者，作一抒論，

庶幾對船山道德價值之哲學意涵有所釐清。 

 

二二二二、、、、船山船山船山船山「「「「性性性性」」」」論的基本意涵論的基本意涵論的基本意涵論的基本意涵 

    船山「性」論的觀點，其實即儒家「心性」之論，而善惡之說，亦通過心性

之說以闡揚；易言之，儒家的道德價值皆通過心性的善惡以持論。若此心性之說，

在宋儒表現至為明顯，故宜先就宋儒談起。依宋儒釋義，性論之義有因《易傳》

和《中庸》立說的不同而有差異。其依《中庸》說者，則採「性、道、教15」三

義立論，依《易傳》說者，則採「道、善、性16」三義立論；前者必以「性」為

最基本觀念，程伊川為代表，若朱熹則依此理路而建構其系統，是所謂的「本性

論」；後者則「道」為首出觀念，而「性」居「善」之後，以周濓溪為代表，若

橫渠則屬此路數，是所謂的「天道論」。「本性論」與「天道論」指向顯有不同，

然後儒則常混淆二說法。譬若「天命之謂性」一語看，如將此處的「天」視為實

義字，便趨近於「天道觀」，其「率性之謂道」的「道」字，即指「人道」而言；

反之，如將此「天」視為虛位，則「天命」即為一描述語，並不具太大意義。如

陽明所言「天理」一詞的「天」字，即指「心體」或「良知」，自不必在「心體」、

「良知」之外另立「天道」。 

    至如船山立說仍依《易傳》為本，所循乃周、張「天道論」的路徑，與程、

朱「本性論」之說截然有別，故其對程朱所舉「氣質」、「義理」之性，則顯未贊

同。此例亦見《論語‧陽貨》： 

子曰：「性相近，習相遠也。」 

朱子云：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 

    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
17
 

 

又引程子之言云： 

 

    程子：「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不善， 

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
18
」 

 

「氣質之性」見於張載《正蒙‧滅明篇》：「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

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意謂天地之性是本原，是人與物未

生之前共有的本性；氣質之性是人生後與人的生理、身心相結合的具體本性。此

                                                 
15 《中庸》首章：「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16 《易‧繫辭傳》第五章：「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17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174。 
1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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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為二程所接受，而以天命之性即所謂之「理」。如二程所述「自性而行皆善

也，聖人因其善也，則為仁、義、禮、智、信以名之。
19
」而「習於善則善，習

於惡則惡。」又云：「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又云：「有自幼

而善，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
20
」則朱熹承張、程而來，亦謂善惡之來，即

在氣稟的習染，非性之本然，既非本然，則程朱所謂的性究竟何所指？此必所謂

「性即是理，理無不善。」之說。是性與氣非一體，性為理，理無不善；氣為習

染，習染有善惡。推而言之，人性之中，有其「理」，亦有其「氣」，稟仁義禮智

之理，持清明之氣乃善；違仁義禮智而有物欲之累乃惡，此為程朱理氣二元之說，

亦宋儒思想之特質。 

然在船山，其所謂之「性」，卻非指「理」言，亦非程朱所謂「習染」的氣。

其所謂的「性」，是「必從氣上說」的基本態度。即論〈性相近，習相遠〉之說，

則謂： 

 

    程子創說個「氣質之性」，殊覺崚嶒。先儒於此不儘力說與人知，或亦待人

之自喻，乃緣此而初學不悟，遂疑人有兩性，在今不得已顯之。所謂氣質之

性，猶言氣質中之性也。質是人之形質，質以函氣，而氣以函理。質以函氣，

故一人有一人之生，氣以函理，故一人有一人之性也。若當其未函時，則且

是天地之理氣，蓋未有人者是也。乃其既有質以居氣，而氣必有理，自人言

之，則一人之生，一人之性。而其為天之流行者，初不以人故阻隔而非復端

之有。是氣質之性，依然一本然之性也。
21
 

船山所指氣質之性，非習染之性，而為「氣質中之性」。且以為「氣」者，是萬

物的本源，謂「天地之產，也必須從此著眼。
22
」其所謂之「性」必自「氣」上

著眼，與程朱氣質之性的「氣」之不同，且而「天下豈別有所謂理氣。得其理，

之謂理也；氣原是有理底，盡天下之間，無不是氣，即無不是理也。
23
」謂「理」

即「氣」，義理、氣質本一體，焉有義理之性與氣質之性的分別，此與程朱論說

之別異，可謂明矣。 

    然則船山思想中，「性」與「命」是同一的。其性為生之性，氣為自然之流

行，以其為生之性，自然隨「氣」的運行與變化。所謂「氣日生，故性亦日生。

性本氣之理而即存乎氣，故言性必言氣而始得其所藏。
24
」是「性」本氣之理，

而存乎氣，言性必言氣，「性」為氣化之「性」，實為可知。 

 

三三三三、、、、船山性論之原發義船山性論之原發義船山性論之原發義船山性論之原發義    

                                                 
19 《二程全書‧遺書》卷 15。 
20 《二程全書‧遺書》卷 1。 
21 王船山《四書大全》卷 7，頁 873-874 
22 王夫之《思問錄‧內篇》卷 1，頁 14。 
23 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卷 10，頁 1253。 
24 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卷 7，頁 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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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山云人性為氣化所致，然則人性究竟何所指？在船山而言，所謂的「性」，

乃具人之所以為人的規定性，此規定性與他物必然不同。《張子正蒙注》所謂：「凡

物皆太和絪緼之氣所成，有質則有性，有性則有德。草木鳥獸非無性無德，而質

與人殊，則性亦殊，德亦殊爾。
25
」則人性即具人之為人的確定性，此確定性船

山以為即是人的生命，如前所引《陽貨篇》篇夫子之論「性與天道」所載：「一

人之生，一人之性。」，其「生」即「性」說，意謂人性即人生命的存在，而船

山概以「生理」稱之，必謂「夫性者，生理也，日生則日成也。
26
」又前所引《思

問錄‧內篇》所云：「命曰降，性曰受。性者生之理，未死以前，皆生也，皆降

命受性之日也。」則所謂的「生理」，當非指人生理衝動的欲望而言，應為人之

為人的確定性，即是人稟賦的質素。所謂：「天以其陰陽五行之氣生人，理皆寓

焉而凝之為性。故有聲色臭味以厚其生，有仁義禮智以正其德，莫非理之所宜。

聲色臭味，順其道則與仁義禮智不相悖害，兩合者而互為體也。
27
」則船山「生

理」之義，所指即人稟賦的「仁義禮智」，亦即道德價值的根源。同樣之語，如

《讀四書大全》所言：「仁義自是性，天事也；思則是心之官，人事也。天與人

以仁義之心，只在心裏面，唯其有仁義之心，是以心有其思之能，不然，則但解

知覺運動而已，此仁義之本而生乎思也。
28
」由是知，人的生命所涵蓋的道德準

則，即船山所云「生理」之謂。 

    再以氣化的義蘊言，船山所云的「生理」，其第二層意義，當為人智慧之顯

現，此即「耳有聰，目有明，心思有睿智，入天下之聲色而研其理者，人之道也。
29
」意謂人之性不離耳目的功能與思維。 

    由是知，船山「生理」所涵之意，合而言之，一當指的人之智慧與理性，一

當指的社會道德的特徵。此種合人性與道德價值的意念，近於孟子的四端之心，

其間差異，在孟子是以直述之說言道德的良知，船山則以曲折思辨的語言對道德

的意涵作更細致的論述。如孟子所言是直線性的述論，船山之論，即是螺旋式的

曲進，此是進路的不同，歸趨實為一致。 

    至如孟子之後的釋性之道，有以「性」釋性，亦有以「理」及「習染」釋性；

前者如東漢王充，後者如宋明理學者。至於船山之論，其「生理」之說，一則秉

承王充的氣稟說，一則吸取宋儒的引「理」入性的思想，進之融成自身的氣蘊之

思，即前所述「天以其陰陽五行之氣生人，理皆寓焉而凝之為性」之說。 

    船山承王充、宋儒思想，受宋儒影響較之受王充為深。然其思想展露則力圖

超越傳統，即從形下的「氣」，談「性」的局限，而深入形上的「理」來析論人

性的內涵。惟其「理」、「氣」之說，究竟與宋儒理解不同，人性論的觀點與宋儒

即有甚大出入。進一層說，程朱的「理」雖亦有其規律性，但其「理」仍先於「氣」

而存在，理是主宰氣的先驗本體，因之，程朱「性即理」的性，即非「人身實有

                                                 
25 王夫之《張子正蒙注》卷 5，頁 74。 
26 王夫之《尚書引義》卷 3，頁 36。 
27 王夫之《張子正蒙注》卷 3，頁 21。 
28 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卷 10，1239。 
29 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卷 7，頁 881。 



 6

其當然者」的具社會道德的特徵，而是帶有神秘的超驗性。因之，其所謂的「理」，

必是外在於氣，「理」與「氣」呈現分殊之況，之後，乃途轍而為「天命之性」

與「氣質之性」的二元之人性論，此必船山所反對，是為當然。 

 

四四四四、、、、性本理氣之一體性本理氣之一體性本理氣之一體性本理氣之一體    

                在理、氣的聯系上，船山反對理、氣二元，而主張理統一於氣，此即氣的一

元論。所云：「夫性即理也。理者理乎氣，而為氣之理也，是豈於氣之外別有理

以游行於氣中者乎？
30
」是船山亦肯定「性即理」，然此理必在氣之中，非氣外別

有一理。在《孟子‧告子上篇》的議論中，船山所提更為明確： 

 

    理，即是氣之理，氣當得如此便是理，理不先而氣不後，理善則氣無不善； 

    氣之不善，理之未善也。
31
 

 

又云： 

 

    天人之蘊，一氣而已。從乎氣之善而謂之理，氣外更無虛託孤立之理也。乃 

    既以氣而有所生，而專氣不能致功，固必因乎陰之變、陽之合矣。有變有合 

    而不能皆善，其善者則人也。其不善者則犬牛也。
32
 

 

又云： 

 

    人有其氣，斯有其性；犬牛既有其氣，亦有其性。人之凝氣也善，故其成性 

    也善；犬牛之凝氣也不善，故其成性也不善。氣充滿於天地之間，即仁義充 

    滿於天地之間，充滿待用，而為變為合，因於造物之無心，故犬牛之性不善， 

    無傷於天道之誠。
33
 

 

以上之說，有可注意者，在船山惟以氣說天，氣有陰陽變合，故天惟有「誠」而

不能盡「善」。氣之變合未盡善，然不得謂天有不善，以天之造化本出無心，而

僅由於一氣之變合之行於不容已。
34
其次，船山亦以為天之命人，一半用理以為

健順五常，一半用氣以為窮通壽夭，理只在氣上見，其一陰一陽，多少分合，主

持調劑者即理也。以是知凡氣皆有理在，則凡命皆氣，而凡命皆理矣。
35
 

    因之，船山所謂的「理」、「氣」，二者並非獨立存在。依「理只在氣上見」

                                                 
30 同上，卷 5，頁 562。 
31 同上，卷 10，頁 1240。 
32 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卷 10，頁 1241 
33 同上，1245。 
34 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五》〈王船山孟子性善義闡釋〉頁 134。 
35 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卷 5，頁 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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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用語，知理只是氣的屬性，理既在氣上現，理氣相合，一元論的意義就更明確。

所以如前所說「氣質之性」，就不是宋儒所說有別於「義理之性」的「氣質之性」，

而是「氣質中之性」。「質」是人的形質，範圍人的生理；形質之內，則氣充之，

且盈於天地之間，也即是說，人身以內人身以外，無非氣者，故亦無非理者。理，

行乎氣之中，與氣互為涵蓋，故「質以函氣」而「氣以函理」；質以函氣，故一

人有一人之生；氣以函理，故一人有一人之性。自人言之，一人之生，一人之性，

其為天之流行者，初不以人故阻隔，而非復天之有，是氣質中之性，依然一本然

之性。
36
再轉過來說，「氣」是人生命存在的物質基礎，所以「函氣以生」；而「理」

則是人性的本質，是人在現實存在的形上根據。於氣化生人時，固然「命」之以

理與氣，但理、氣在人身上卻是統一的，「質函氣，氣函理」，理在氣中，所以人

性即為「氣質中之性」，此即是為人的「本然之性」。 

    由此「性一元論」觀點，船山是不認同程、朱分性為氣質、天命之性。錢穆

在〈王船山孟子性善論闡釋〉一文特別解釋這段話： 

 

    又張、程首有「義理之性」與「氣質之性」之分別，而朱子取以注此章，謂：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又引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 

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 

今船山曰：「豈孔子所言者一性，而孟子所言者別一性哉？」是針對朱注而 

發，語極明顯。又曰：「所謂氣質之性，猶言氣質中之性。」而又將氣質二 

字分別言之，是於程說顯不贊同，隱言之而已。並於義理之性，文中全未提 

及。
37
 

 

由是知船山不同意程、朱之分性為氣質、天命之性。以為「性」是包涵理和氣。

這點在《孟子‧告子》篇中表達極為明白，船山說：「性只是理，合理與氣，有

性之名，則不離於氣，而為氣之理也。為氣之理，動者氣也，非理也。故曰：性

不知檢其心，心則合乎知決矣。合乎知覺則成才，有才則有能。故曰：心則檢性。
38
」性為理，然理不能離氣，性乃統兼理氣。心為性之動，動為氣；心為氣，氣

不能離理，心兼性情，動有才，才有能，才和能不是性。因此，船山極力主張理

不能離氣而獨立，理乃是氣之理，所以性之合理氣，乃為必然。 

    於是性兼理氣，說與朱熹所言「氣質之性」仍不相合。朱熹所言的二元人性

論，先決的條件即理在氣先，因而有善惡的論斷。今再以朱熹二元論為說，則「天

命之性」，因其所稟之理為善，所以是善的；而「氣質之性」則因理與氣染，所

以有惡。如朱熹所說：「人之性皆善，然而有生下來善底，有生下來惡底。此是

氣稟不同。
39
」又如：「但稟氣之清者，為聖為賢。如寶珠在濁水中。所謂明明德

                                                 
36 同上，卷 7，頁 882。 
37 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八》〈王船山孟子性善論釋義〉頁 132。 
38 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卷 10，頁 1242。 
39 《朱子語類》卷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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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就濁水中揩拭此珠也。
40
」文中所謂的「揩拭」，即指化性起偽的氣質之性，

在朱熹的思想中，所謂的天命、氣質之性，即是去「人心」，而成「道心」，也即

是存理去欲。然在船山來說，既反對性二元論，當然也拒絕禁欲的意向。人性既

為一本，當亦無天命與氣質之性的對立，自然無必須除去的氣稟之惡，那又何須

「揩拭」？由此亦知，船山人性之一元論，是徹底否定氣稟之惡，而將天理統一

於氣稟之中。 

    至於「氣質之性」有何意義？在船山者，即將之分為「氣」，「質」，「性」，「習」

四個觀念。「質」是形質，由氣而成。譬人初生之時，即因氣而有形質，且一成

不變。再以人的形質包括生理所有機能，也包括心理所有才能，即前述「心兼性

情，動有才，才有能」之謂。其次，人的形相和聰明智慧，生即具有，各有不同，

這即是人天生之質。氣是人的元素，化成人的形質，而充滿人身，以是人之質，

由氣而成，質之不同，氣亦因之不同。再回到頭來說，性兼有理和氣，質本在氣

的觀念以外，然而質由氣而成，性便含有質。「質者，性之府也；性者，氣之紀

也。」所謂氣質之性，就是這種性。依以上的推斷，顯然船山是反對人受命之初

只有「理」，所以肯定理與氣相伴而在。因此，有理必有氣，人受命之初即是理

氣統一於自然本性之中，當然即無具先驗存在之「理」的「天命之性」。所以船

山的性即是一本的性，亦即是氣質之性。易言之，在理、氣的關係中，理統一於

氣，所以人性中的理與氣並非歧立，而是融入於一元的自然本性之中。
41
 

 

五五五五、、、、性之體為善說性之體為善說性之體為善說性之體為善說    

    船山肯定人性為「生理」，而「理」在船山思想中又是氣化的秩序和條理，

此與朱熹的「氣質之性」極有差異。朱熹講的氣質之性，是為解說性的善惡問題，

其仍主張本然之性為善，氣質之性則可善可惡。若船山者，則主張性無不善，理

由是「性之善者，命之善也；命無不善也。」「性善」是因「性」來自天命，天

命不能不善。那天命為何？天命是陰陽之道，即是理。是船山性善的根源，即在

於天命之理；亦即是天理，從天理處著眼，船山觀點與朱熹思想可以相通。但船

山不稱理為性，因為性必兼理和氣，這一點顯與朱熹不同。其次，人性之惡，基

本皆在於質，「夫氣之在天，或有失其和者，當人之始生而與為建立，於是而因

氣之失以成質之不正，乃既已為質矣，則不正者固在質也。」意謂人生之時，由

氣而成形質，氣的陰陽在結合時，有正有不正，質乃有正與不正；因質的正不正，

性乃有善有惡。船山以為不正在於質，當不必追究到氣，所謂「在質，則不必追

其所有建立而歸咎夫氣矣。」然而應該追究「質」所以建立的元素即是「氣」，

質的正不正，應由氣承擔。以是知船山以為質的正不正，並非如朱熹所說：有其

氣體的清濁，氣清為善，氣濁為惡；卻是由於氣的結合失和或不失和。因之，質

的正不正，並非自氣來，而是來自陰陽的結合，此是船山與朱熹相異處。 

                                                 
40 《朱子文集》〈答鄭子上〉。 
41 胡發貴《王夫之與中國文化》頁 145-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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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就「氣」本身說，氣有清濁，清為陽為剛，濁為陰為柔；然而不能謂剛常

即善，柔常即惡；剛不得其正則為惡，柔得其正則為善。善惡不在氣的清濁，而

是在於氣的正不正。人之初，得氣以成形質，質因氣之正或不正而成其為正為否。

質的正不正，即是分辨人是善是惡的基礎；然而人之是善是惡，其構成因素，依

船山之說，當不是「氣」，而是「習」。 

 

    後天之性亦何得有善？習與性成之謂也。先天之性「天」成之，後天之性「習」 

    成之也。乃習之所以能成乎不善者，物也。夫物亦何不善之有哉？取物而後 

    受其蔽，此程子所以歸咎於氣稟也。雖然，氣稟亦何不善之有哉？然而不善 

    之所從來，必有所自起，則在氣稟與物相授受之交也。氣稟能往，往非不善 

    也；物能來，來非勿善也。而一往一來之間有其地焉，有其時焉；化之相與

往來者，不能恒當其時與地，於是而有不當之物，物不當而往來者發不及收， 

    則不善生矣。……於是來者成蔽，往者成逆，而不善之習成矣。業已成乎習， 

    則熏染以成固有，雖莫之感而私意私欲且發矣。
42
 

 

質或正或不正，只是善惡的基礎，善惡的形成，在於行動，即是人的氣稟與物相 

接。人的氣稟乃是人心，人心與物相接而心動，動合於時合於地為善；不合於時 

不合於地則為惡。如《中庸》所說喜怒哀樂發時的中節不中節，中節是合於時地， 

不中節是不合於時地。行動既久，養成習慣，習慣成自然，成為第二天性，此即 

「後天之性習成之」之謂。
43
 

    至於「後天之命習成之」之說，如逆迴而述，回到性善論的源頭，可以看出 

船山所謂的「性」，乃是指人的本質，這本質是人之有道的文化基礎。換句話說， 

船山是從人的社會倫理屬性來揭示人性本質的，所以否定人性無善無惡的說法， 

畢竟無善無惡之說是漠視人之為人的性及其相處之道，因此，當然不同意告子自 

然的人性論，認為「食色性也」，只是基本欲求的甘食悅色，不是真正的人性， 

真正的人性，在有其「天性之善」，且又合於「人之有道」，也就是合於人類社會 

運作的軌道，否則僅能以「衝動」來形容人暫時的滿足，於「生理」的超越性是 

無有助益的。 

    此外，船山也重視氣稟與物往來的「幾」效。謂「幾」也者，是心意之未動 

而將動之時的狀態，亦是初動之氣，此氣延展出去足以影響心之為正為否，蓋 

心因物而動，物不動，心不動，氣亦不動；物動，心隨之而動，氣亦隨之而轉， 

此雖是唯物之原則，然其動亦必為「正」向之動，否則必流於惡，是而其端倪乃 

在乎幾微，亦聖愚之差別。 

 

    天地無不善之物，而物有不善之幾。物亦非必有不善之幾，吾之動幾有不善 

    於物之幾。吾之動幾亦非有不善之幾，物之來幾與吾之往幾不相應以正，而 

                                                 
42 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卷 8，頁 911。 
43 參考羅光《中國哲學史‧清代篇》頁 23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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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善之幾以成。故唯聖人為能知幾，知幾則審位，審位則內有以盡吾形吾色

之才，而外有以正物形物色之命，因天地自然之化，無不可以得吾心順受之

正。如是之性亦無不善矣。故曰：「性善也」。嗚呼！微矣。
44
 

 

聖人所以道德臻於至善，在於知幾，知幾則能審位辨勢，知何者當，何者不當， 

在內盡其性，在外順其命，因自然變化安然受之而得其正，趨善袪惡，其行始終 

如一，即夷狄蠻貊之邦，皆無不可之行，則其性之善為可知矣。 

 

六六六六、、、、性性性性心與情才心與情才心與情才心與情才的相關的相關的相關的相關義義義義    

                儒家論性的善惡，目的在於修身，修身最要緊的，在於正心。心的研究， 

在儒家的學者中，常佔重要地位。王陽明在《陸象山文集》序中提出「心學」 

之說，又說心學的流傳，從孟子開始，而由陸象山繼承。王陽明是繼承陸象山的 

人，他又主張良知，以修身在致良知，王學遂被稱為儒家的心學，實際上儒家的 

學者都講正心，但對於「心」的解釋則有不同。朱熹以心兼性情，即是心兼理氣。 

其意為人順天地之秀氣以生，秀氣清氣，氣清則靈，人之心靈明能知，為人身的 

主宰
45
。然此是一般心性的論點，實際並未能解決心性在善惡的歸屬性的問題。 

對此問題，宋明儒傳統之心性論點，宜先提出討論。 

    首先，對「心」的認知，須先設定心有其能正能負的能力。依此設定，則善 

惡之分，在於心之不同方向之活動。譬在心外立一自存之「理」，則可說心循理 

為「善」，反之即為「惡」，此是程朱的路數。若以「理」為內在於心者，則心之 

「理」可以實現，亦可不實現，其關涉條件，即在「心」有正負之可能，此路數 

當以陸王為代表。雖路數與程朱或異，然就設定心的善惡正負言，當不見其殊異。 

    再以「心」細論之，人心所涉及者為一「普遍」與「特殊」的問題。蓋程朱 

心中有其「共同之理」，有「殊別之理」；而論斷之中，如易誤判殊別者當作共同 

者，則必以「特殊」為「普遍」，遂不能循事物之「理」以應物。例如人之需要 

食物，原是形軀之「性」，亦即其「理」，故不能說之為「惡」，然若人以形軀的 

需求作為一共同標準而處萬事萬物，則是以此形軀之「理」誤作為萬物之「理」， 

而又此所生的活動，即形成一「私欲」世界；處處皆強萬物為此形軀所用，而萬 

物皆不能實現其「理」矣。
46
 

    進一層說，人之「心」可以誤以特殊為普遍，即生「惡」悖「理」；亦可不

如此錯誤，即生「善」循「理」；此是程朱所云善惡的議題。然人「心」在何種

條件下何以有此誤陷？以程朱之論，遂落之於氣稟對「心」的限制上。蓋以氣稟

本身亦代表特殊性，當其作主時，則「心」的普遍性即不顯；故程朱之道德工夫

理論，必落在「義理之性」與「氣質之性」的劃分上。此固非謂「氣質」皆惡，

                                                 
44 王夫之《讀通鑑論》卷 10，頁 2。 
45 羅光《中國哲學思想史‧清代篇》頁 240。 
46 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三下》頁 710。 



 11 

然亦是強調氣質的特殊性，與「心」之向「理」的普遍性自有一衝突，此是一概

念上的理解。                                                

    至於船山之言「心」言「性」，其以為人的「心」可以不合「性」。故引張載 

之說謂： 

 

    …心也者，不可加以有善無惡之名。張子曰：「合性與知覺，則知惡覺惡，

亦統此矣。」乃心統性，而性未舍心，胡為乎其有惡之幾也？蓋心之官為思，

而其變動之幾，則以為耳目口體任知覺之用；故心守其本位以盡其官，則唯

以其思與性相應；若以其思為耳目口體，任知覺之用為務，則自曠其位，而

逐物以著其能，於是而惡以起矣。
47
 

 

此處表明「心」之「思」可以和「性」相應或不相應；「心」的「本位」是與「性」 

相應的，若「心」只如此活動，即是「守其本位」；亦即所謂「道心」。反之，「心」 

如「逐物」而「曠其位」，則不與「性」相應，而「惡」遂由此而起。由此亦知， 

「心」可以不與「性」相應，遂有「惡」的可能。換言之，依船山之說，「人心」 

本不必然與「道心」相合。其分「道心」與「人心」，即不以人心代表「心」。「心」 

字在《大學》的詮釋，指的是修身的出發點，謂「身之所自脩」；又非為「動」， 

因「動」即是「意」，謂「未介於動，尚無意者也。」 

 

    龜山云：《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此語亦該括不下，向聖賢語中尋一 

    句作紐子，便遮蔽卻無窮之理。……孟子說心處極詳，學者正須於此以求見 

    吾心之全體大用，奈何以正人心字蓋過去。所云欲正之人心，則是仁義充塞 

    後邪說之生心爾。若《大學》言正心，自是天淵。……《大學》夾身與意而 

    言心者，身之所自脩而未介於動，尚無意者也。
48
 

 

又云： 

 

    孟子云：「存其心。」又云：「求其放心。」則亦道性善之旨。……心含 

    性而效動，人之德也。乃其云存云養云求，則以心之所有，即性之善， 

    而為仁義之心也。仁義善者，性之德也，心含性而效動。故曰「仁義之 

心」也。仁義者，心之實也，若天之有陰陽也。知覺運動，心之幾也， 

若陰陽之有變合也。
49
 

 

船山雖以孟子之學為心學，但不讚成楊時（龜山）所說《孟子》一書只是正人心。

正如上之所說，船山將心分為道心和人心，而不以人心代表心。再就「心含性而

                                                 
47 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卷 10，頁 1244。 
48 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卷 8，頁 912。 
49 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卷 8，頁 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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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動」言，亦即孟子「心統性情」之說，此心即含性之善，性之善為仁義，心之

本質即是仁義，故稱「仁義」之心。次者，心又有動，心之動為意，意又有情。

是而心之統性情，即心性不分，此是宋明理學家的意見。然在船山則以性為體，

心為用，而體用不分。蓋性為心之體，反過來說，心即為具體之性。性本於理，

理必合於氣，理合氣乃是心，因之，船山以為心和性不分。至於心為性之用，因

人是活之體，體必有活動；人的生命就是生活，生活以「性」為基礎，生活之體

便是「心」；既然理與氣相合為性，於是以「性」為體，而以「心」為用。惟就

實質論，心並不是用，畢竟心不是動，動是情，是意，只不過心是從用的方面看，

與性從本體的方面看，差異甚少。 

    至於心之與意，心亦非意，意包括忿懥、恐懼、愛惡、憂患等情，是則情屬

於意，不屬於心。意雖不是心，意則屬於心，心為體，意為用。朱熹解「意」，

以意為心動時之所向，所向為志。志則能動氣，氣為心，心與意互為因互為用，

所以說「意居身心之交」，心要動「身」時，「必以意為之傳送」。然在船山則以

為「心」、「意」的互因互用並非必然，各自有其體有其用。譬如一件事的發生，

心可能未發，意卻將發；心靜為內，意動為外。而如從心所發的意說，那是心先

意後，先者為體存於中，後者為用發於外。因此意之發當然不盡因心而起，其為

自感通來，無感通自無其意。這說法與朱熹當不同，亦因迂迴詮釋而顯得牽強，

最簡單的例子，如船山說心不在，則身不能脩，然而是否身不能脩，意即不能誠

了，這是個大問題。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以凡不能正其心者，一有所忿懥恐懼好惡憂患則不得 

    其正矣，唯其心不在也。心不在焉，而不見不聞不知味，則雖欲脩其身，而 

    身不聽，此經所謂脩身在正其心也。
50
 

 

船山根據《大學》的經文，以正心為求心之所在，心不正，則是孟子所說放其心。

心不存，身當然不能脩，然而通常所說的正心，是使心得其正，心得其正在於意

誠。船山認為心與意互為因互為用，心之正，不全靠意之誠；而意之誠，則靠心

之正。然船山不願單提一心字而講正心，以為光提心字，心將是空虛無物，所以

刻意把心與意與情連在一起講。為此，特別評擊王陽明的「良知」說，以為「良

知」是空虛無物，肯定心之實在「仁義」，所以說：「仁義者，心之實也，若天之

有陰陽也。」意謂「仁義」是心的實體，則仁義就是人的「性」。 

    心之實是「仁義」，則心之正亦得之仁義，此即船山所謂天地有陰陽，心有

仁義，陰陽為天地的實體，仁義也是心的實體。 

 

    必須說箇仁義之心方是良。蓋但言心，則不過此靈明物事，必其仁義而後為 

    良也。心之為德只是虛靈不昧所以具眾理，應萬物者。大端只是無惡而能與 

    善相應，然未必其善也。須養其性以為心之所存，方使仁義之理不失。孔子

                                                 
50 同上，卷 1，頁 16。 



 13

曰：「操則存」，操此仁義之心，而仁義存也。「舍則亡」，舍此仁義之心， 

    而仁義亡也。「出入無時」，言仁義之心，雖吾心之固有，而不能必存在也。 

    「莫知其鄉」，言仁義之心不倚於事，不可執一定體以為之方所也。「其心之

謂與」，即言此仁義之心也。
51
 

 

心的本體，固然是靈明不昧，具有眾理，以應萬事；然僅就這層面說，只講到心 

的特點，而且講得空洞。船山批評這種講法：「說此書者，其大病在抹下仁義二 

字，單說箇靈明底事物，《集註》已未免墮在。《北溪》更添上一段，描畫得怳怳 

惚惚，似水銀子，算來卻是無甚行貨，大概釋氏之說，恰是如此。
52
」船山不喜 

言虛，若心只是靈明不昧，便空虛無物，所以一定要說仁義為心之實。以是孔子 

所講的心，即是仁義之心，所講操舍存亡，即是指的仁義。 

    心的仁義來自性，性有陰陽，所謂「形而上者不離乎一陰一陽也。」且而道 

在氣中，「氣自生心，清明之氣自生仁義之心。」孟子曾說心有惻隱、羞惡、辭 

讓、是非四端，然這只是「端」，尚不是仁義之心，此仁義之心，即是萬物皆備 

於我的心。 

    然而必如何才能見仁義之心？船山以為在「動」處體會，方是恰當。譬「立 

人之道曰仁與義」，仁與義俱在動處發現；又譬「維天之命，於穆不已。」那是 

動而不已，而動之來，必因物之感；又譬《易》云「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所謂 

一陽來復的天地之心即是。聖賢之體天知性，居德行仁，無非一「動」字。因此 

船山對孟子所說：「仁，人心也。」的解釋並不同意。蓋「心則只是心，仁者， 

心之德也。徑以心為仁，則未免守此知覺之靈明以為性。此程子所以必於孟子之 

言，為之分別也。然孟子言此則固（豈）無病。
53
」是此仁義的心，依船山之見， 

即是「道心」之謂
54
。而道心之相對，即為人心，此人心卻非船山所謂的仁義之 

心，因人心皆人所固有，其靈明知覺，乃氣質之性，亦皆人人所有的具體之性， 

唯此心與物相交乃生情，情之所發，可中節可不中節，故云「人心唯危」。 

    「人心」是人之固有，易與物相交，物交物則相引，是為下陷，是以必得 

「道心」，人性方得昇華。船山則就中和的「未發」、「已發」處申說，所謂： 

 

    夫舜之所謂道心者，適於一而不更有者也。惟精惟一，僅執其固然而非能適 

    於有，弗精弗一，或蔽其本有而可適於無者也。未發有其中，已發有其和， 

    有其固有，而未發無不中，已發無不和，無其所無者也。固有焉。故非即人 

    心而即道心，僅有其有而或適於無，故曰微也。
55
 

 

其以未發為人心，中為道心；已發為人心，和為道心。若「中」則為人心之中， 

                                                 
51 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卷 10，頁 1244。 
52 同上。 
53 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卷 10，頁 1246。 
54 同上，頁 1245，有云：「謂欲生惡死，是人心，唯義所生，是道心；則區別分明。」 
55 王夫之《尚書引義》卷 1，〈大禹謨〉，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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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則為人心之和；「中」與「和」為心的本體。而惟精惟一者，即在執著心 

固有的本體，以是「未發無不中，已發無不和。」道心則無不中與不和，蓋其「無 

其所無者也。」然而人心的本體並不能始終堅定不移，於物交之際，易因物誘而 

生情，情之所發，又易與欲相接，乃而引心之不正，則發而不和，如船山所言： 

「僅執其固然而非能適於有，弗精弗一，或蔽其而可適於無者也。」因此之謂「道 

心惟微」。 

    至於人心與道心，其中別異何在？船山則以「人心統性」、「道心統情」二者 

述論。所謂「人心統性」的性，指的氣質之性，而心則為靈明運動的心；而道心 

所統，指的天命之性，天命之性蘊涵在氣質之性中，天命即是理，那是氣質之性 

的本原，這本原是以仁義之心為心的實質，由清氣而生；然仁義之心必有理，理 

就是天命，天命就是天命的性，天命的性就是道心。道心雖是天命之理，理必有 

氣，天命之理合氣即是仁義的心。所以道心就是仁義的心。而謂之「道心統情」 

者，是因人心統性，道心是理，蘊涵在氣質之性內，其與情是互屬的關係，仍須 

透過氣質之性而運情。然天命之性必有氣而生仁義之心，此仁義之心又可宰制氣 

質之所生之情，因之，道心即可統情，道心亦可因情而顯。 

    今如仔細考量，船山的說法與程朱之說並無二致，只是船山喜歡繞箇大圈子。 

試看道心和人心之別，在乎心與物交引的幾微之處。重點所在，即情感所發和不 

和天命之理。和，則是天命之理直接流行，那是道心；不合，則是心受物交引的 

迷惑，不是天命之理，亦即是情動無法節制，便是人心之惡。這道理程朱已談及， 

其以道心為心的本體，人心則是含有情感，若慾情本身亦非惡，然因人的過於縱 

慾，即常傾於惡，因此人心常被看成惡。而事實上，道心、人心都是人的心，心 

由性而成，性有動靜，動靜相反而有喜怒哀樂之情。情有動靜，動因心與物交感， 

小人則惑於動，偏於情之動。然情則有靜，靜則息，息則無，無則不虛，人心不 

虛，因有仁義禮智之實，此是動靜之分，亦君子小人之別。 

    總之，船山對道心人心的解釋，還是在道德的顯隱處立基，其二分法，即體 

為道心，用為人心，人心動而立時，道心隱；人心靜而息時，道心顯、一動一靜， 

心即實而不虛。而情無自性，如無心物交感，情即不生而寂無，換言之，因心物 

之交而生情，然情能顯仁義之心，也能蔽仁義之心，顯蔽之際，即善惡所繫， 

操持涵養，則在道心存養的是否。 

    再以性與才而言，船山以「人之體惟性，人之用惟才。
56
」作導引，以才為 

道之用，道即是性，才即性之用。人之能在盡其才，盡其才，則人無不善；不盡 

其才，則獲才而不得其用，必不得其正而為惡；然亦有獲其才而不得其正，因不 

得為正，亦為惡。至於人的是善是惡，仍不能歸於才，畢竟才只是的表現，無才 

亦不能是惡，是因不得其正才是惡，是以關鍵所在，即在「動」之幾，如船山所 

言：「性不能無動，動則必效於情才，情才而無必善之勢矣。
57
」為惡，不能歸之 

於才，為善也不能歸之於才，其動之幾才是善惡之由來。 

                                                 
56 王夫之《尚書引義》卷 4，〈洪範三〉，頁 17。 
57 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卷 10，頁 1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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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不將情與才與性，一例竟直說個善字，本文自明白：可以為善，即或人 

    性可以為善之說也。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則告子性無不善之 

    說也。彼二說者，只說得情才，便將情才作性。故孟子特地與他分明破出， 

    言性以行於情才之中？而非情才之即性也。……若夫為善，非才之功，而性

克為主，才即輔之，性與才合能而成其績，亦不須加以分別專歸功於性玵擯 

    才也。
58
 

 

船山舉孟子之說，謂孟子以人為不善，不是才的罪，乃同於告子所說性無所謂善 

惡，只是人可以用它為善，用它為惡。其實是反賓為主，性是體，情才是用，不 

能說性可以用於善可以用於惡，應該說情和才可以用為善，可以用為惡。其次，

如以譬喻來說，則「才」如眼睛可以看，如耳朶聽；眼睛和耳朶的聰敏，即是才。

若眼睛看邪色，耳朶聽淫聲，則不是耳朶和眼睛才能的罪，也不是外面美色和聲

音的罪，那是情之向善向惡的罪，所以船山提到「才不任罪，性尤不任罪，物欲

亦不任罪，其能使為不善者，不在情而何在哉？
59
」而情又是甚麼？關鍵仍在動

與未動之幾，心幾之動與未動，相接相契而生情，所以情不是性，不是才，也不

是心；為善為惡，不是情之才，不是才之動，而是心之動。而人之為惡，惡即來

自情，成於習，惡事之來，是情發而不正；情使用才，才不能認為惡之首，才受

性的節制，因性是理和氣，氣有理，理為情的節制，氣發而為心，心用裡以節制

情，使才盡而情歸於正。 

    歸結上列之說，船山是以情為心和物之交往所發，在心又在物，情用才，然

為心之動，但卻又不屬於性。如以圖例為說，則為： 

 

性（體）------情（用）（已動、未動之幾） 

↓           ↓ 

 ←才→心之動→（善、惡） 

是「性」與「情」皆可為善惡之幾，而「才」受性、情的節制，乃能趨於為善為

惡，最後連結，則在心之動與否。此即動而有之謂才，才即所謂心之官。心之體

為性，心之用為情，而心之官為才。合而言之，性心之與情才二者關係密緻，其

顯其隱，亦在乎人的修持。 

 

七七七七、、、、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限於篇幅，船山「性論」只就其基本義、原發義、理氣一體、性善說及性心

與才情之相關義論述。嚴格說來，僅止船山思想的部份，蓋以船山思想宏博而紛

紜，性論之說，只為其思想脈絡之端點，然由此端點而鋪展其道體之論，亦見此

                                                 
58 同上，頁 1249。 
59 同上，頁 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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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性觀點甚為緊要。 

    如以學之源頭論，則船山人性之說，其「性、情」之辨，實已見之《孟子》

之說，此《讀四書大全》已可證。而其「性、才」之辨，則別見於張載《正蒙注》，

可證《正蒙注》的成書，猶在《讀四書大全》之後。
60
若其主題意旨，即如本論

文前所引《論語》「性相近習相遠」章，辨程朱「氣質之性」的非是，而下語猶

有隱約迴護之意；及其說《孟子》「性善」諸章，乃始於程、朱之說辭而闢之，

亦不再有隱焉。然於張載之分辨氣質、義理之性，則未有解釋。其《張子正蒙注》

所謂「程子謂天命之性與氣質之性為二，其所謂氣質之性，才也，非性也。張子

以耳目口體之必資物而安者為氣質之性，合於孟子，而別剛柔緩急之殊質者為

才。性之為性，乃獨立而不為人所亂。蓋命於天之謂性，成於人之謂才。靜而無

為之謂性，動而有為之謂才。性不易見而才則著，是以言性者但言其才而性隱。

張子辨性之功大矣。
61
」只謂張載辨性之功大，於氣質、義理之論，則稍缺微。

今若再進而綜述船山關於張、程朱性論異同的意見，則其根本乃在「理、氣」問

題的意見。就張載言，所主唯氣之一元論，進而為德性之說者；就程、朱則所主

唯理之一元論，亦可為理氣二元論者。張載的氣一元論及德性一元之說，乃依《易

傳》及《中庸》而立，承先秦舊說而來；程、朱的唯理的一元論，於宋儒義理中

獨為新說，終不免於重於天而輕於人。若船山則專就其於天道範圍之內而增重人

事，故思想淵源即追溯於周敦頤與張載，求以矯挽程、朱之偏。惟無論如何，船

山仍是尊奉周、張、程、朱之說，以為闡發孔、孟之真傳，雖有異見，不害其為

信守。
62
 

    至於船山論性的旨要，已如「前言」所述，是主張一貫的「實在論」。亦由

此實學的觀點，而從形上方面建立其實學的基礎，所以才能尊宋儒而能另立自己

的路徑，所以在「性」的理解上，船山才會提出「生理」的意見，而以「仁義之

性」作為落實思想的說法，其「生理」為人道德智慧之顯現，其「仁義之性」，

乃在物上呈露之性，與虛靈之性究竟有別，所以船山反對王學以良知為主體的空

疏，甚至反對道家的「無」及佛家的「虛」等等，基本上從實有觀點切入，應該

是毋庸置疑的 。 

   此外，船山思想還有另一個特點，就是「動」的哲理，在「性」、「心」與「才」

之間的維繫，就在於「動」。
63
所謂「凡物與事皆有所自始，……動則其始者，即

所以行乎萬變而通者也。
64
」這「動」的運轉來自《易經》，宋明理學家也都注意

到宇宙的動；因此動靜的觀念在宋明理學裏佔相當重的份量，但卻沒有任一理學

者像船山那樣徹底主張「動」。所以前述的「性日生而命日降」的，及「性體」

論義的開展，乃至後來歷史哲學的時勢循環思想，都是動能的顯現。因此，講船

山人性論的哲學論題，能把握「實」和「動」的觀念，就能從他的博閎紛紜的系

                                                 
60 錢穆《中國思想史論叢‧五》〈王船山孟子性善義闡釋〉頁 161。 
61 王夫之《張子正蒙注》卷 1，頁 10。 
62 錢穆《中國思想史論叢‧五》〈王船山孟子性善義闡釋〉頁 166。 
63 羅光《中國哲學史‧清代篇》頁 119-120。 
64 王夫之《周易內傳》卷 1，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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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中，找到清朗而明晰的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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